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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王摇 欧

[摘摇 要] 摇 由于近年来农民工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巨大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考察需要从传

统制造业扩展至新兴服务业,从打工地扩展至输出地。 本文采用城乡多点调查法收集经验材料,考察城

乡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打工地城市经济的“脱实向虚冶转型创造了大量时

间安排更自由灵活、收入更高的平台服务业工作,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加速从传统行业流入,但此类工作

的弹性专制劳动体制削弱了工作的稳定性,城市的限制型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增加了工作流动性。 与

此同时,农民工输出地由政府强力推动的脱贫攻坚提供了大量廉价且家庭友好型的工作机会,并大幅提

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新生代女工留守、陪读和本地化就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导的性

别化工作流动模式。 因此,尽管近年来城乡发展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向变化,却没有促进其技

能发展和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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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摇 按照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惯例,本文的“新生代农民工冶是指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的农村户籍的打工者,与 1980

年之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冶相对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1 世纪以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快速增长,2017 年已超过农民工总量的一半,2018 年达到 51郾 5% ,规模达 1郾 485 亿。 其

中,80、90、00 后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 50郾 4% 、43郾 2%和 6郾 4% 。
于摇 在一份近期得到政府领导批示的调研要报中,调查者写道:“中国工人勤劳专注的工作伦理正在退化。 在同一

个企业的一线生产工人队伍中,代际分化通常非常明显。 老一代职工比较能吃苦耐劳,加上在劳动力市场中处

于劣势,离职率较低,90 后职工则多因生产线工作乏味单调、强度大、没前景而频繁离职。 制造类企业普遍反

映,生产线上的 90 后职工多沉迷于网络、游戏、赌博等,不愿认真研习、提升技能冶(来自笔者看到的一份内部

文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世界工厂冶舞台,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富士

康工人“连环跳冶、“三和大神冶躺平等)引起了公众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淤。 社会各界在同情城乡二

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遭受的各种不公的同时,也在哀叹这一代青年工人劳动伦理的退化和吃苦

耐劳精神的匮乏,并忧心其未来以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于。 这些忧虑隐含着一个

深层次的判断,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模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工作

稳定性正逐渐减弱,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实际的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学界已有研究指出,尽管两代农民工受到类似的城乡结构限制,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

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更加频繁、向上流动的空间更为有限,其中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频繁换工之

后甚至出现向下流动[1- 4]。 既有研究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留守、学校教育等社会化经历以

及都市化的价值观、消费方式等方面解释工作流动的代际差异[1,5 - 7],另外一些研究还从人力与社



会资本、职业分割、性别等维度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内部分化[8 - 12]。 但现有研究

很少从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变动的角度考察近年来新生代农

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
实际上,在人力与社会资本、性别与家庭等因素之外,由经济转型、政府政策变动引起的机会结

构变化一直是影响工作流动的最重要的结构因素[13 - 14]。 大量研究已经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低端服务业的兴起和“铁锈地带冶公共服务的衰败导致不稳

定工作(precarious jobs)激增,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甚至造成“跨世纪一代冶青年工人

的向下流动[15 - 17]。 与西方国家类似(但内容与方向不同),近年来中国也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转

型和政府政策变动,典型地表现为巨大的城乡发展,即一方面在主要农民工打工城市,经济“脱实

向虚冶转型带来以快递、外卖、网约车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在农民

工输出地,政府强力推动脱贫攻坚导致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服务提升。 在此背景下,考察近年来的

城乡发展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产生了何种影响,便成为一个急需

深入探讨的重要研究问题。
本文认为,随着近年来的城乡巨变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研究

需要实现双重扩展,即从紧盯传统制造业到关注新兴服务业,从局限于农民工打工地到向农民工输

出地扩展。 下文将首先批判性地回顾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研究文献,并据此提出一个考

察城乡发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分析框架,接着利用笔者 2019—2020 年在两个农民工打

工城市和两个农民工输出地收集的经验材料,呈现城乡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深刻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趋势

现有研究主要从工作流动频率、方向等方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状况,发现其工作流

动模式存在代际差异和内部分化。 不少研究已经指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

流动更加频繁、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更为有限,且频繁换工并没有促进向上流动,其工作流动模式表

现出“短工化冶“水平式流动冶等特点,甚至展示出“倒 U 型冶的流动轨迹[2 - 4]。 现有研究认为,两代

农民工面临类似的城市户籍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工厂生产体制压迫[1,18 - 19],工作流动的代际

差异根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化时期和打工阶段形成的一系列群体新特性。 其中,留守经历让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责任感,这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学校教育经

历为新生代农民工养成都市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强化了“用脚投票冶表达工作不满的换工方式;
而对都市化消费和生活的向往和实践,则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与社会生活之间“跳跃式换

工冶的就业策略[1,5 - 7]。
现有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存在群体内部分化,并从人力与社会资本、性别与劳

动力再生产负担等方面做出解释。 已有研究指出,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

实现工作向上流动[3,8,10];新的求职渠道和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会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

动[9,20];而婚姻、生育、赡养老人等家庭和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则对新生代女工的工作流动造成严重

的不利影响,让新生代农民工延续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化工作流动模式[11 - 12,21 - 22]。
上述研究为我们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洞见。 不过,现有研

究并未考察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可能对工作流动造成的深刻影响,因而需要扩

展研究视野来进一步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
(二)机会结构与工作流动

实际上,在群体特征、人力与社会资本、性别与劳动力再生产等因素之外,大量研究已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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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一直是影响工作流动的最重要的结构因素[13 - 14]。 西方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结构向“后工业冶经济的大幅调整和新自由主义政府政策的大力推

行,工作机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对工作流动模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后工业冶经济的崛起,专业知识、信

息技术、金融投资、高端服务业等“好工作冶不断被创造出来,在提高学历、技术要求等入职门槛的

同时,也提供了更高的教育回报率、更多的工作流动机会和更好的职业晋升阶梯[14 - 15,23 - 24];另一方

面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铁锈地带冶、内城地区公共服务的衰败,各种护

理、零售、保洁等低端服务业工作和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工作也大量涌现,
造成工作报酬降低、工作稳定性下降和传统工人阶级向下流动等后果,还导致职业晋升阶梯断裂、
无序流动增加和不稳定工作者长期被困在“无前途工作冶(dead鄄ended jobs)之中不易实现向上流动

等新的工作流动特点[14 - 17,25 - 26]。
西方发达国家的上述研究表明,在群体特征、人力与社会资本、性别与劳动力再生产等因素之

外,需要从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的角度考察工作流动的变迁,尤其要重视不稳定

工作的兴起对工人阶级工作流动的不利影响。
(三)城乡发展、机会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类似,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

主要农民工打工地城市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脱实向虚冶的转型升级过程,低端制造业大量内迁

或外迁,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新兴服务业工作和零工经济工作大量涌现。 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继 1994 年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超过第二产业之后,2014 年第三产业的 GDP 占比

(46郾 1% )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的 GDP 占比(43郾 9% ),其中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

餐饮等)的增速远高于现代服务业(如软件信息、金融、公共事业等) [27]284 - 291。 此类传统服务业与

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导致工作机会结构产生巨变,催生了大量与互联网平台有关的新兴服务业工作

和零工经济工作。 以其中的典型代表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为例,一些调查数据显示,2016—2018 年

中国快递员数量增长了 50% ,总数量突破 300 万淤;2020 年上半年仅美团一家公司就有 295郾 2 万骑

手,同比增长 16郾 4% 于。 在此背景下,考察此类新兴服务业工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产生了

何种影响,便成为一个紧迫的研究问题。
与此同时,与西方国家的“铁锈地带冶和内城区的去工业化和公共服务衰败相反,2012 年以来

我国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脱贫攻坚向以贫困地区为代表的农民工输出地注入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

改变了农民工输出地的产业结构并大幅提升了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增加了大量本地工作机

会。 一些统计数据显示,仅 2016 年一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就高达 1 154 亿多元,比
2015 年增长了 48郾 5% [28];截止到 2017 年,全国有扶贫开发任务的省份已建立了 2 万多个扶贫车

间,共吸纳约 15 万贫困户劳动力就业[29];到 2020 年年底,在现行标准下有近 1 亿农村人口全部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盂。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关注了脱贫攻坚,尤其是产业和就业扶贫对贫困

人口脱贫的关键作用[29,30 - 31],但现有研究未能考察脱贫攻坚及其引起的农民工输出地的机会结构

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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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近年来城乡巨大发展的背景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研究需要实现双重扩展,
即从紧盯传统制造业工作向关注新兴服务业工作扩展,以及从农民工打工城市的工作向农民工输

出地的工作扩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启示我们,实现这一双重扩展的中介便是考察城乡发展

引起的机会结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城
乡发展、机会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图 1)。

图 1摇 分析框架:城乡发展、机会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摇

具体而言,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模式受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户

籍、劳动力市场分割、工厂专制生产体制等结构限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家庭和群体新特性

的双重影响,产生了工作流动的代际差异和群体内部分化(如图 1 的虚线部分所示);但近年来的

城乡发展开辟了新的机会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打工地城市新兴服务业工作的迅速崛起和农民工输

出地由脱贫攻坚创造的一系列本地工作机会。 这一新的机会结构将通过相应的劳动体制和与之相

关的公共服务水平具体形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模式。 一方面打工地城市新兴服务业工作的

劳动体制与限制性的公共服务结合,另一方面农民工输出地本地工作的劳动体制与不断改善的公

共服务结合。 新的机会结构从这两个方面具体形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频率和方向,进而形

成这代青年工人的工作流动新趋势(如图 1 的实线部分所示)。

三、城乡多点调查与资料收集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过程

为了在视野上实现上文提出的双重扩展(即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研究从传统制造业扩

展至新兴服务业和从农民工打工地扩展至输出地),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上也要进行扩展。 现

有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农民工打工地收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资料,且多数研究将资

料收集重心放在传统制造业上。 与之不同,本文采用城乡多点调查法,同时收集农民工打工地和输

出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资料,在农民工打工地城市内部还同时兼顾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服

务业的工作流动资料。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跨度两年(2019—2020 年),包括两个农民工打工地(深圳和武汉)、两

个农民工输出地(四川 L 县和贵州 H 县)淤。 2019 年 7 月,笔者参与了“武汉平台工人调查冶,采用

被访者驱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收集样本[32],共回收有效问卷 801 份,其中快递员

335 份,外卖骑手 466 份,80 年及以后的平台工人占比高达 95郾 5% 。 2019 年 8 月,笔者又参与了

“深圳产业工人调查冶,采用分层抽样法收集样本,共回收有效问卷 2 547 份,其中制造业一线普工

占 26郾 2% ,制造业技能工人占 10郾 1% ,80 年及以后的产业工人占比达 73郾 8% 。 两地调查的内容均

包括工人的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工作流动、劳动过程、技能发展、劳动权益和公共服务状况等。 问

卷调查期间,笔者还采用访谈、座谈和实地走访等方法收集资料,在武汉共访谈平台工人 21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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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除了对产业工人进行访谈外,还走访了多家制造业企业并与多个公共服务供给部门的工作人

员座谈。
除了上述打工地城市的调查外,2019 年 8 月底至 9 月和 2020 年 11 月,笔者分别前往四川 L 县

和贵州 H 县调查脱贫攻坚成效,系统收集了两地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情况等方面的资料。 其间,笔者翻阅了当地扶贫部门准备的各类应对脱贫考

核的档案资料,走访了多个易地扶贫搬迁点、产业扶贫基地和农户家庭,开展了十余场由各级扶贫

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有针对性地收集了脱贫攻坚对农户和农民工就业影响的资料,专门关注了脱贫

攻坚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情况淤。
(二)资料概况与数据分析策略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上述城乡多点调查。 其中,武汉平台工人和深圳产业工人的基本

信息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到,新兴平台工人中男性占绝对主导,传统制造业一线普工中女性

占一半以上比例;两地工人都以 80 年及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绝对主力,平台工人的年龄比制造

业一线普工的年龄更小;两地工人大多来自打工地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多在高中及以

下,制造业一线普工的受教育程度更低,来自外地农村户籍的比例更高。

表 1摇 平台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基本信息 单位:%

基本统计量
武汉平台工人 深圳产业工人

快递员 外卖骑手 一线普工 全部工人

性别(男性) 91郾 9 91郾 6 48郾 1 61郾 7

平均年龄(岁) 30郾 6 29郾 6 33郾 4 34郾 2

受教育程度

摇 摇 高中及以下 72郾 6 74郾 7 84郾 8 56郾 1

摇 摇 大专 20郾 6 18郾 9 7郾 1 18郾 4

摇 摇 本科及以上 7郾 8 6郾 4 8郾 1 25郾 5

户籍(农村) 73郾 1 70郾 4 87郾 7 71郾 6

来源地(本市以外) 74郾 0 77郾 0 92郾 7 83郾 1

摇 摇 与打工地城市的劳动力结构相对,农民工输出地四川 L 县和贵州 H 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和劳

动力输出大县。 其中,2014 年 L 县总人口 112 万,贫困户 3郾 15 万户、10郾 03 万人,农村劳动年龄内

人数 51郾 22 万,高达 31郾 4 万人外出务工;2014 年 H 县总人口 69 万,贫困户 4郾 16 万户、16郾 65 万人,
超过 70%的农村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 不过,经过几年的脱贫攻坚,L 县已在 2019 年年底率先脱

贫摘帽,H 县也在 2020 年年底完成脱贫任务。
基于上述城乡多点调查收集的经验材料,本文拟采用以下两个方面的数据分析策略来呈现城

乡发展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并尝试对此做出机制性的解释。
一方面,本文将从问卷调查数据中选取反映工作流动状况的关键变量,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

作流动趋势,并在产业工人与平台工人的比较中突显打工地城市的劳动和公共服务体制对工作流

动的影响。 表 2 列出了用于描述和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关键变量。
另一方面,本文将综合运用观察、访谈和脱贫攻坚统计资料,呈现由政府强力驱动的农民工输

出地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将首先通过该县的就业扶

贫统计资料和在各产业扶贫基地、易地扶贫搬迁点等地收集的工作机会变化资料,呈现新生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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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工作流动状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各工作场所的劳动管理资料和相关公共服务统计数

据,从劳动体制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揭示农民工输出地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趋势的影

响机制。

表 2摇 描述和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关键变量

描述工作流动状况的关键变量

产业工人的离职率

产业工人离职的原因

产业工人上一份工作所在的行业

平台工人入职前的工作

平台工人入职的原因

平台工人的从业年限

平台工人入职后又离职的次数

解释工作流动趋势的关键变量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工作时间的比较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工作量的比较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状况的比较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购买各类保险的比较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家庭化流动情况的比较

产业工人和平台工人对子女未来工作打算的比较

摇 摇 下文将以前述分析框架、经验材料和数据分析策略为基础,扩展现有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

研究的分析视野,详细呈现近年来的城乡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

四、城乡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

近年来的城乡巨变,尤其是主要打工地城市经济的“脱实向虚冶发展、新兴服务业的崛起以及

农民工输出地由脱贫攻坚驱动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从不同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

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打工地城市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1郾 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打工地城市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脱实向虚冶的新兴服务业

迅速崛起的转型升级过程。 在深圳,随着原关内地区的开放和地铁向原关外工业区延伸,中产阶级

住宅区和高端写字楼拔地而起,工业厂房不断向东莞、惠州方向后移,低端制造业后撤、内迁或外迁

的趋势极为明显。 近年来,当地政府正着力打造金融、物流、文化、高新技术四大支柱产业和培育信

息技术、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是建筑业、交通

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其他服务业迅速增长,2018 年其增速分别是 13郾 9% 、10郾 2%和 9郾 0% ,远高于该

年 7郾 6%的 GDP 增速淤。 与之类似,“九省通衢冶的中部大城市武汉也经历了低端制造业外迁和新

兴服务业崛起的经济转型过程,该市的标志企业武钢已迁出市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穿行于大街小

巷,以满足上千万市民的服务需求。
打工地城市经济的上述转型升级加速了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服务业的工作流

动。 “深圳产业工人调查冶的数据显示,制造业员工月均流失率为 9郾 5% ,远高于建筑业 4郾 7%的流

失率;对制造业一线普工上一份工作所在行业的调查还表明,上一份工作为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的比例分别为 78郾 8% 、3郾 1% 、1郾 1%和 5郾 8% 。 由此可见,制造业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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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率非常之高,一线普工很少来自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对工人离职原因的进一步调查还表

明,生活 /房价成本太高、待遇低、子女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工作单调乏味和缺乏发展空间是特别重

要的因素,占比分别达 70郾 5% 、42郾 8% 、38郾 0% 、32郾 8%和 28郾 4% 。 显然,对于那些尚未结婚成家或

还没有面临子女教育等家庭再生产问题的年轻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工资待遇低、工作单调乏味和缺

乏发展空间是最重要的离职因素。
那么,加速从低端制造业流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流向了哪些工作呢? “武汉平台工人调查冶

表明(见表 3),超过一半的平台工人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其中来自制造业的高达 23郾 1% ,
还有 15郾 2%来自商业服务业。 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正快速从传统行业向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

流动,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在商业服务业内部换工。

表 3摇 平台工人入职前的工作 单位:%

入职前的工作
入职后的工作

快递员 外卖骑手 样本

制造业 22郾 4 23郾 7 23郾 1

建筑业 11郾 9 10郾 9 11郾 4

农业 12郾 9 19郾 1 16郾 2

商业服务业 18郾 3 12郾 6 15郾 2

个体经营者 1郾 9 1郾 4 1郾 6

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5郾 7 5郾 1 5郾 4

无业 4郾 3 4郾 7 4郾 5

其他淤 22郾 6 22郾 6 22郾 6

摇 摇 是什么原因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平台服务业呢?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4),
工作比较自由是吸引平台工人流入的最重要原因,占比高达 68郾 8% ;其次是入门简单和暂时过渡

一下,分别占 40郾 5%和 30郾 6% ;再次是收入较高、不拖欠工资和工作没那么枯燥,占比均在 20%以

上。 对平台工人收入的调查进一步表明,当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平台服务业时,其收

入实现了向上流动。 调查数据显示,78郾 2%的快递员和 79郾 4%的外卖骑手明确表示入职当前工作

之后的收入较之前提高了,两者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6 178 元和 5 882 元,远高于深圳制造业一线

普工 4 447 元的水平。

表 4摇 平台工人入职的原因 单位:%

入职原因 快递员 外卖骑手 样本

工作比较自由 57郾 0 77郾 3 68郾 8

入门简单 37郾 6 42郾 5 40郾 5

暂时过渡一下 26郾 9 33郾 3 30郾 6

收入较高 27郾 2 28郾 5 28郾 0

不拖欠工资 17郾 9 32郾 0 26郾 1

工作没那么枯燥 25郾 7 26郾 0 25郾 8

长见识,丰富人生经历 26郾 6 21郾 9 23郾 9

为创业打基础 16郾 1 19郾 1 17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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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然而,进入新兴平台服务业之后是否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呢? 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 5),平台工人的从业年限普遍较短,从业 3 年及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 7郾 1% ,从业年限在 1 年

以内的外卖骑手却高达 55郾 6% ,绝大多数快递员和几乎全部外卖骑手的工作年限在 3 年以内。 不

仅如此,比例不低的一部分平台工人曾有入职后又离职的经历,甚至有一部分平台工人不断入职与

离职。 其中,高达 24郾 7%的外卖骑手和 17郾 0%的快递员在入职后又离职,还有 11郾 6%的外卖骑手

和 5郾 4%的快递员入职后又离职 2 次及以上。 由此可见,平台工人的从业年限较短,工作稳定性较

差,且外卖骑手的工作稳定性更差,一部分平台工人不断入职与离职。

表 5摇 平台工人的从业年限及入职后又离职的次数 单位:%

从业年限 快递员 外卖骑手 入职后又离职的次数 快递员 外卖骑手

半年内 16郾 4 33郾 9 未离开 83郾 0 75郾 3

半年至 1 年(不含 1 年) 14郾 0 21郾 7 1 次 11郾 6 13郾 1

1 ~ 2 年(不含 2 年) 22郾 1 24郾 2 2 次 3郾 6 7郾 5

2 ~ 3 年(不含 3 年) 16郾 1 13郾 1 3 次 0郾 9 2郾 8

3 年及以上 31郾 3 7郾 1 4 次及以上 0郾 9 1郾 3

摇 摇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随着打工地经济“脱实向虚冶发展和新兴服务业的崛起,新生代农民工展

示出一种独特的工作流动模式:一方面他们因工作比较自由和待遇更好加速从传统行业流入新兴

服务业;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并未增加,不仅从业年限较短,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员还持续流

入和流出。
2郾 弹性专制劳动体制、限制型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如何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上述工作流动模式呢? 基于经验材料,笔者认为,以快递、外卖为代

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形成一种可以称为弹性专制的劳动体制。 该劳动体制以弱化劳动关系、
精准数字控制和向工人转嫁风险为特点,在提供看似更自由和更高薪的待遇的同时,也与打工地城

市的限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相结合,共同削弱平台工人的工作稳定性。
首先,平台工作与工人之间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派遣工和外包工盛行,极大地弱化

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劳动关系,使雇佣关系弹性化。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6),仅约三成的平台工人

直接与用人单位或平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超过三成快递员和近五成外卖骑手未签订或不清楚

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近四成快递员和超过两成外卖骑手为派遣工或外包工。 与深圳产业工人中

的一线普工相比,平台工人与用人单位或平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极低,派遣工和外包工更加

盛行,未签订或不清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极高,雇佣关系具有极大的弹性。

表 6摇 平台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劳动(或劳务)合同签订状况 单位:%

合同签订单位
武汉平台工人 深圳产业工人

快递员 外卖骑手 一线普工 全部工人

与用人单位或平台公司 29郾 3 31郾 8 79郾 6 75郾 4

与派遣公司或外包公司 39郾 4 20郾 6 11郾 1 7郾 2

未签订 25郾 7 31郾 8 8郾 1 6郾 2

不清楚 5郾 7 15郾 9 1郾 2 11郾 2

摇 摇 其次,与弹性化的雇佣关系相适应,平台工作通过一套数字算法系统精准控制工人的劳动过

程,使劳动过程充满了专制和赶工色彩。 对快递员和外卖骑手而言,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任务均由平

台系统指派,送件或送餐的每一个环节全由系统监控,收入则由送单量直接决定,并且依据送单情

况实施奖励和惩罚。 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 7),快递员每天的送单量集中在 80 ~ 199 单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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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郾 9% ),其中 61郾 8%的快递员每天最多的送单量为 100 单及以上;外卖骑手每天的送单量集中在

20 ~59 单(占比 84郾 1% ),其中 71郾 2%的外卖骑手每天最多的送单量为 40 单及以上。 平台工作一

方面分不同级别奖励“冲单者冶,另一方面则惩罚送单不及时者。 调查数据表明,51郾 3% 的快递员

和 48郾 0%的外卖骑手有过被投诉的经历,被投诉的主要原因是送件或送餐不及时和物品或外卖有

损坏。 被投诉之后最主要的惩罚方式是罚款,多达 56郾 1%的快递员和 80郾 0%的外卖骑手表示遭受

过罚款。 其结果是平台工人每天被数字平台控制着抢单、送单和冲单,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制

造业一线普工淤。

表 7摇 平台工人每天和最多一天的派单量 单位:%

每天的送单量(单) 快递员 外卖骑手 最多一天的送单量(单) 快递员 外卖骑手

20 以内 6郾 0 10郾 7 20 以内 4郾 8 7郾 1

20 ~ 39 8郾 1 57郾 3 20 ~ 39 5郾 7 21郾 7

40 ~ 59 10郾 1 26郾 8 40 ~ 59 6郾 9 33郾 9

60 ~ 79 7郾 8 2郾 6 60 ~ 79 9郾 9 33郾 3

80 ~ 99 14郾 6 0郾 9 80 ~ 99 11郾 0 2郾 6

100 ~ 149 23郾 0 0郾 4 100 ~ 149 15郾 8 0郾 2

150 ~ 199 14郾 3 0郾 4 150 ~ 199 21郾 2 0郾 9

200 及以上 16郾 1 0郾 9 200 及以上 24郾 8 0郾 4

摇 摇 再次,平台工作的弹性专制劳动体制还向工人转嫁了大量用工成本和工作风险。 调查数据表

明,自己购买或租借车辆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分别高达 64郾 5% 和 94郾 9% ,因违反交规(如车辆超

标、逆行、闯红灯等)而车辆被扣的比例分别达 32郾 5%和 32郾 8% ,发生过交通事故(如撞到人 /车或

被撞到)的比例更是分别高达 74郾 0%和 79郾 8% 。 不仅如此,平台工人购买社会保险的比例极低,远
远低于产业工人中的一线普工。 如表 8 所示,除了快递员的养老保险以及外卖骑手的工伤保险、意
外险之外,快递员和外卖骑手购买的其他各类保险的比例全在两成以下。

表 8摇 平台工人和产业工人购买各类保险的情况 单位:%

保险类型
武汉平台工人 深圳产业工人

快递员 外卖骑手 一线普工 全部工人

养老保险 20郾 3 6郾 4 59郾 5 82郾 8

医疗保险 18郾 3 11郾 7 75郾 1 92郾 9

工伤保险 17郾 8 27郾 4 64郾 4 84郾 7

失业保险 13郾 3 2郾 1 54郾 8 76郾 3

生育保险 9郾 3 1郾 8 43郾 1 64郾 5

住房公积金 8郾 0 1郾 2 44郾 0 67郾 8

意外险 / 其他保险于 13郾 0 49郾 5 3郾 1 4郾 8

摇 摇 以上分析表明,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不仅雇佣关系被高度弹性化,而且

通过一套数字算法系统将平台工人置于专制控制之下,向工人转嫁了大量用工成本和工作风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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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快递员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占 87郾 1% ,超过 12 小时的占 33郾 7% ;外卖骑手每天

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占 80郾 3% ,超过 12 小时的占 17郾 8% 。 深圳一线普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 9郾 4 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 53郾 3 小时。
对武汉平台工人调查的是意外险,对深圳产业工人调查的是其他保险。



平台工作成为一项高度弹性化、专制且充满风险的工作。 显然,平台工作的这一弹性专制劳动体制

从多个方面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性,加速了其离职的趋势。 笔者对平台工人及其子

女未来工作打算的调查显示(见表 9),只有比例很低的一部分平台工人明确表示愿意继续从事本

职工作或在本公司升职,大量平台工人(尤其是外卖骑手)打算转行到其他行业;约 90% 的快递员

和外卖骑手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事快递或外卖工作,主要原因是工作风险高、社会地位低和职业前

景差,而并不是担心收入太低。

表 9摇 平台工人对自身及其子女未来工作的打算 单位:%

未来工作打算 快递员 外卖骑手
不愿意子女从事快递 /

外卖工作的原因
快递员 外卖骑手

继续从事快递 / 外卖工作 20郾 3 16郾 3 风险高 24郾 1 35郾 6

在本公司升职 11郾 3 7郾 3 社会地位低 27郾 8 21郾 2

跳槽到其他快递 / 外卖平台工作 1郾 8 1郾 1 职业前景差 20郾 2 18郾 9

转行到别的行业 34郾 6 52郾 8 收入低 13郾 8 10郾 8

其他 8郾 4 4郾 7 担心职业病 9郾 9 10郾 2

暂时没想法 23郾 6 17郾 8 其他 4郾 3 3郾 3

摇 摇 最后,打工地城市限制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平台工作的弹性专制劳动体制相结合,进一步削弱

了平台工人的工作稳定性。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10),尽管武汉的公共服务体系比深圳对农民工更

加包容,但平台工人的家庭完整性并不比产业工人好,已婚外卖骑手的家庭结构比产业工人更加残

缺。 对平台工人的子女留守状况的调查表明,高达 56郾 6%的快递员和 80郾 3%的外卖骑手的子女被

放在老家留守。

表 10摇 已婚平台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居住状况 单位:%

居住状况
武汉平台工人 深圳产业工人

快递员 外卖骑手 一线普工 全部工人

独居 16郾 59 22郾 81 — —

与配偶 67郾 31 56郾 58 61郾 4 66郾 7

与子女 34郾 15 21郾 05 20郾 7 33郾 1

与父母 22郾 44 17郾 11 20郾 6 21郾 9

摇 摇 由以上分析可知,尽管看似更自由的工作时间安排和更高的收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加速向以

快递、外卖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流动,但后者高度弹性化的雇佣关系、精准专制的劳动控

制、被转嫁到工人身上的用工成本和工作风险以及限制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削弱了工人的工作稳定

性,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从业年限普遍较短、不断进入又持续离职的工作流动模式。
(二)农民工输出地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1郾 脱贫攻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

与上述打工地城市由于经济转型升级导致新兴服务业工作机会大量涌现不同,近年来农民工

输出地的发展主要源自政府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强力推动。 脱贫攻坚投入大量资源,从就业扶

贫、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三个方面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状况,也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

作机会结构,在改变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外后果,即强化

了新生代女工的“留守 -陪读 -本地化就业冶趋势和由男性主导的性别化工作流动模式。
首先,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就业扶贫尽管对贫困人口中的弱劳动力影响较大,但是只给新生代农

民工提供了少量县域之外的新工作机会,仅改变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向。 以四川 L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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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该县 10郾 03 万贫困人口中有技能的劳动力仅占 0郾 08% ,普通劳动力占 47郾 1% ,弱劳动力或半

劳动力占 6郾 3% ,丧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的占 46郾 6% 。 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仅占 7郾 3% ,初中学

历者占 32郾 6% ,其余的文化程度为小学或文盲,分别占 45郾 1%和 15郾 0% 。 面对这样的劳动力结构,
当地政府采取了差别化干预的就业扶贫措施。 一方面以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等方式促进有劳动能

力者跨地和就近就业,另一方面则以开发公益性岗位和进行低保兜底的方式为弱劳动力或无劳动

力者提供最低收入。
表 11 的数据表明,该县就业扶贫的重心放在了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者,他们不仅数量庞大,而

且以公益岗位和低保兜底吸收了大量资金;与之相反,该县开展技能培训的规模非常小,主要通过

对外出务工者提供交通补贴和对就近务工者所在的企业进行奖补等方式促进普通劳动力转移就

业。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干预县域之外的工作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只

能与前来对口支援的东部县级城市展开劳务协作,但后者与农民工已在的其他主要打工城市相比,
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待遇淤。 由此可见,农民工输出地政府的就业扶贫措施

仅在劳动力的流通环节给予贫困人口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少量交通补助,只为少数新生代贫困人口

提供了县域之外的就业机会,仅改变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向。

表 11摇 L 县政府干预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及资金投入状况

年份

就业形式(单位:千人) 资金投入(单位:万元)

技能培训
跨地转移

就业
公益岗位 低保兜底于

培训 / 就业

补贴

各类政策

奖补

公益岗位

补贴

低保兜底

资金

2016 1郾 346 21 0郾 421 17郾 946 160 1 252郾 6 2 058郾 85

2017 2郾 506 20郾 6 0郾 855 18郾 716 21郾 5 107郾 2 513 3 664郾 59

2018 0郾 894 22 0郾 879 19郾 020 41 58郾 4 527郾 4 3 193

2019盂 0郾 056 22 0郾 597 — — — — —

摇 摇 其次,农民工输出地的产业扶贫创造了大量本地工作机会,强化了新生代女工的留守和本地化

就业趋势,却对新生代男工的工作流动影响甚微。 由政府驱动的产业扶贫从直接提供大量工资劳

动机会和鼓励家庭农场经营两个方面,强化新生代女工的本地化就业趋势。 仍以四川 L 县为例,
2014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该县共统筹产业扶贫发展基金 6郾 94 亿元,打造了一张“县有‘种植、养
殖、加工爷三大支柱产业、村有脱贫奔康产业园、户有庭院经济冶的产业扶贫网,即通过各种优惠政

策(如承建生产设施、减免税费、帮助土地流转、提供奖励补贴等)引进农业生产和加工企业,再帮

助企业深入各乡镇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并鼓励农户以劳动力或家庭农场的方式参与企业经营。
2014—2018 年,该县引进 51 家大型农业龙头或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建立了各类种植基地数十万

亩和养殖基地数百处,带动了 2郾 73 万贫困群众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其中 1郾 48 万以劳动力的形式就

业。 以笔者参观过的某果汁集团为例,该集团 2016 年被引进到 L 县设立农业公司,随即建立了

3 万亩柑橘产业示范园,形成从苗木培育到产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据称已带动园区周边群众

7 136 户、21 856 人(其中贫困户 852 户、3 012 人)就业或发展产业。 该企业的种植环节被“返租倒

包冶给各基地周边的农户家庭经营,加工环节则直接雇佣劳动力进入车间进行生产。 笔者看到,该
企业的加工车间除个别管理人员之外,几乎全为女工,其中一大半为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新生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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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 县着力打造的东西部劳务协作品牌“山乡月嫂冶为例,2018 年首期活动仅培训 42 名留守妇女。 尽管她们

都被送往东部对口城市就业,但保证的工资只有 4 000 元 /月。
低保兜底以千户为单位。
2019 年为上半年的数据。



婚女工;而家庭农场则主要分包给中老年夫妻经营,一部分新生代留守已婚女工也独立承包范围更

小的农场经营,新生代男工则很少参与其中,因而极大地强化了新生代女工的留守和本地化就业

趋势。
最后,脱贫攻坚强力推动的易地扶贫搬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还产生了一项极为重要

的意外后果,即造成被搬迁家庭的新生代女工返乡、留守、陪读和本地化就业。 易地扶贫搬迁的本

意是通过搬迁整体解决偏远贫困群众的脱贫问题,因而安置点往往选在县城周边或较发达的市镇

所在地,被搬迁者也不限于贫困户,而是整村搬离。 以贵州 H 县为例,该县完成易地搬迁群众

10 857 户、51 089 人,其中贫困户 7 229 户、34 521 人,全部搬往经济更发达、公共服务更完备的县城

和市镇。 为了让群众“搬得出冶 “稳得住冶和“能致富冶,该县一方面在安置点增设学校、卫生服务

站、政府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部门,将农民转换为“新市民冶,另一方面则定点向安置点招商引资,
引入扶贫车间和发展周边产业。 截止到 2020 年 10 月,该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实现就业

5 090 户、11 000 人,确保有劳动力的家庭“一户一人冶以上就业。 笔者在走访安置点内的小区、“新
市民冶家庭、学校和扶贫车间时发现,附近小学新迁入的学生几乎全是之前村庄里的留守儿童,其
中绝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学生之中的一部分自搬入县城或市镇之后有了留守母亲的陪

伴,后者在安置点附近的扶贫车间、工厂或超市工作。 安置点的新生代已婚女工加入留守、陪读和

就近就业的现象说明,易地扶贫搬迁促使一部分女工返乡就业,强化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化工作

流动模式。
以上分析表明,由脱贫攻坚推动的农民工打工地发展从多个方面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

流动。 其中,就业扶贫虽然未能在县域之外创造大量工作机会,却干预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外出

务工的流动过程;产业扶贫在加工车间和种养基地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强化了新生代已婚女工的

留守和本地化就业趋势;易地扶贫搬迁则在安置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造成了一个重要的

意外后果,即促使新生代已婚女工返乡、留守、陪读和就近就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以男性为

主导的工作流动模式。
2郾 家庭霸权劳动体制、改善型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如何解释上述被延续和强化的新生代女工的“留守 - 陪读 - 本地化就业冶趋势呢? 笔者发现,
由脱贫攻坚创造的大量本地工作机会盛行家庭霸权劳动体制[33],而脱贫攻坚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

则大幅提升了农民工输出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分别从不同方面强化了女工的“留守 - 陪读 - 本地

化就业冶趋势。
一方面,由脱贫攻坚创造的一系列工作机会盛行家庭霸权劳动体制,在提供廉价工资待遇的同

时,也给予家庭友好型的管理和工作时间安排,让留守女工能够兼顾家庭照料和生计劳动。 由脱贫

攻坚创造的工作机会包括农业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家庭经营农场工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

产业园的各类扶贫车间工作、市镇超市和商店的服务业工作等。 此类工作提供的工资待遇往往极

为廉价,工作时间却较为灵活,生产管理能让工人兼顾家庭照料。
仍以上述笔者走访过的四川 L 县某果汁集团为例,该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以计件工资的方式

雇佣大批女工,在生产高峰时期一个女工的工资约为 1 800 ~ 2 000 元 /月;该企业的农场基地则分

包给农户家庭经营,公司在果树挂果之前按 1 元 /月 /株(每亩 60 株,即 720 元 /年 /亩)支付管理费,
挂果后第一年要求农户至少每亩上交 1 000 公斤水果(第二年和第三年则要求上交 1 500 ~ 2 000 公

斤),每公斤支付管理费 2 元,超出部分农户与公司按 4:6 分成。 除此之外,公司不为员工或农户购

买任何保险。 以一名女工一年工作十个月的生产高峰时期、一个农户家庭承包 5 亩年产 2 000 斤

的挂果果树计算,平均每年获得的收入大约为 2 万元。 显然,如此低廉的收入对承担了挣钱养家重

任的新生代男工而言毫无吸引力,但企业和家庭农场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人性化的劳动管理却

可以让留守女工在兼顾子女照料、陪读或老人赡养的同时获得一份补贴家用的收入。 笔者在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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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安置点周边的多个扶贫车间看到,车间的生产安排被女工的家庭照料和接送子女上学放学的

时间软化。 女工们一般在早晨送完小孩上学之后再进厂上班,中午回家做饭,下午四点多接小孩放

学,一些女工甚至在晚饭后带着小孩到车间来赶工,有的还把工作任务带回家中完成。 管理者充分

认识到这种家庭友好型工作时间安排对留住女工的重要性,并主动对工人进行分类管理和利用,将
那些年龄偏大、无家庭照料负担的女工安排在需要持续运作的生产线上工作,而将可以随时中断的

生产任务以计件工资的方式分包给有家庭照料负担的女工,并在员工家庭有事(如红白喜事或送

往迎来)时批准假期。 这种廉价而家庭友好型的家庭霸权劳动体制对新生代男工没有吸引力,却
强化了女工的“留守 -陪读 -本地化就业冶的工作流动趋势。

另一方面,在上述家庭霸权劳动体制的基础上,脱贫攻坚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大幅提升了农民

工输出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女工的“留守 - 陪读 - 本地化就业冶趋势。 脱贫攻

坚投入的大量资源(见表 12)大幅提升了农民工输出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众生活水平,让
新生代农民工在老家就能享受到与打工地城市类似甚至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

表 12摇 L 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资金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淤

年份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民生改善

交通 水利 其他 教育 卫生 文化 其他 住房 其他

2014 25 309 5 987 5 499 2 821 — — 6 063 3 964 874

2015 10 870 6 359 2 826 4 309 49 — 7 308 10 309 8 946

2016 22 993 16 254 2 026 4 347 287 546 15 088 20 882 11 136

2017 24 976 25 297 7 501 5 531 1 351 797 35 855 77 904 19 970

2018 9 227 8 508 3 851 3 300 1 277 1 056 10 356 16 359 15 958

总计 93 375 62 405 21 703 20 308 2 964 2 399 74 670 129 418 56 884

摇 摇 这种改善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更为明显。 以笔者多次走访的贵州 H 县某安置点小区为例,
当地政府力图通过“新市民·追梦桥冶工程将新迁入的偏远山区村民转变为“新市民冶,具体措施包

括设置民政与就业等政府服务窗口、配套学校与卫生室、建设图书室与文体广场等,大幅提升了公

共服务水平,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 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要么进入安置点

附近新建的学校,要么入读县城或发达市镇的中心小学,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和上

学方便程度与搬迁之前相比得到了根本改善。 在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当新生代农民

工在打工地城市面对限制型公共服务体制的严苛排斥时,他们之中之前让子女留守的不仅会选择

继续留守,一些带子女随迁者也可能让子女返乡读书。 在此背景下,由于脱贫攻坚创造的工作机会

结构的吸引和家庭霸权劳动体制的灵活安排,新生代女工便成为返乡或继续留守者,脱贫攻坚强力

推动的农民工输出地发展也就强化了新生代女工的“留守 - 陪读 - 本地化就业冶趋势和以男性为

主导的工作流动模式。

五、结论与讨论

自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世界工厂冶舞台并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以来,其工作流动模式受到学

界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已有研究揭示了农民工工作流动的代际差异,认为与老一代农民

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新特性(如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追求都市化的消费与生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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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换工更加频繁且向上流动的空间更为有限;另一些研究还呈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

内部分化,指出人力与社会资本、性别与家庭再生产负担等因素对工作流动具有重要影响。 但现有

研究并未注意到,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导致的工作机会结构变动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产

生深刻影响。
本文认为,由于近年来中国城乡的巨大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考察在研究视野上需

要进行双重扩展,即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服务业扩展、从农民工打工地向农民工输出地扩展。 相应

地,在研究方法上也要实现双重扩展,即资料收集需要兼顾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工作以及农民

工打工地和输出地。 以此为基础,本文采用城乡多点调查法,在两个农民工打工地和两个农民工输

出地同时收集经验材料。 研究发现,城乡发展通过一系列过程机制,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

动新趋势(见表 13)。

表 13摇 城乡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新趋势:发展动力、形成机制及结果

城乡发展

打工地城市发展 农民工输出地发展

发展动力 经济转型升级推动 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强力推动

工作机会

结构
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

由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创造的农业基地、生产加工车

间、市镇服务业等本地化工作

劳动体制

弹性专制劳动体制:工作时间安排自由灵活、收入更高,
但雇佣关系高度弹性化、由数字算法系统精确地控制劳

动过程并向工人转嫁用工成本和风险

家庭霸权劳动体制:收入很低,但工作时间安排富有弹

性,家庭友好型管理,工人可以兼顾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计

公共服务 限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改善型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工作流动

新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加速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服务业工作,收
入有所提高,但工作稳定性降低,工人工作年限普遍很

短,大量工人不断入职又离职

改变部分工人的工作流向,加深新生代女工的“留守 -
陪读 - 本地化就业冶趋势,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由男

性主导的性别化工作流动模式

摇 摇 具体而言,一方面,打工地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了新兴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

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平台工作;新的工作机会结构通过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更高

的收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加速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服务业;但该类工作的弹性专制劳动体制

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城市的限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进一步增加了其工作流动

性。 另一方面,农民工输出地由政府强力推动的脱贫攻坚尤其是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提供了大量廉价且家庭友好型的工作机会,并大幅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新生代女工返乡

或继续留守、陪读和进行本地化就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化工作流

动模式。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近年来的城乡发展尽管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向的变化,却没

有促进他们提升技能和向上流动,反而增加了其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强化了工作流动过程中的

性别不平等。 面对本文所揭示的由近年来城乡发展所导致的工作流动新趋势,政府、企业和社

会力量一方面要呼吁改变导致新兴平台服务业工作之高度不稳定的弹性专制劳动体制,并继续

改善打工地城市的限制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另一方面则要提升农民工输出地由脱贫攻坚创造

的大量新工作机会的待遇,在促进新生代女工返乡、陪读和就近就业的同时,也能吸引新生代男

工返乡就业和创业。 唯其如此,才能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的工作稳定性和向上流动的

机会,以及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化工作流动模式,进而增加这代青年工人家庭

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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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鄄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Job Mo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 Urban鄄rural Multi鄄site Research based on Receiving and Sending Sites

WANG Ou

Abstract摇 Due to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f receiving and sending sites in recent year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job
mo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needs to expand from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to emerging service indus鄄
tries, and from receiving to sending sit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urban鄄rural multi鄄sites research method to collect empirical
materials,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rban鄄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job mo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鄄
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economy from “off the real to the virtual冶 provides more free and
flexible working schedules and higher income, attrac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accelerate the mobility to
the platform sectors. However, the flexible despotic regime of this type of work reduces its job stability, and the cities蒺 re鄄
stricted public service supply further increases its job mo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冶 strongly promo鄄
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sending sites of migrant workers, has provided a large number of cheap and family鄄friendly job
opportunitie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鄄
male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or continue to stay behind, strengthening the male鄄dominated gendered job mobil鄄
ity model.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urban鄄rur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as led to changes in the workflow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has not promoted their skill development and upward mobility.
Keywords 摇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Urban鄄rural development; Urban鄄rural multi鄄sit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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